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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准扶贫并未解决过去扶贫存在的质量问题。精准扶贫的质量问题突出地表现为“适用性”不足。造成这
一问题的原因是多重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内生动力不足。要激发扶贫主体和对象的内生动力，依据区域内生发展理

论，关键要调动当地政府、企业和扶贫对象的积极性。为达此目的，需要实现政府角色的转变，即由“全能型政府”向“能

促型政府”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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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政策与实践可以上溯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开启一
系列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贫困，并把贫困

治理纳入国家重大政策议程，先后出台了《国家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１９９４）、《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１）。由于历史、文化
和资源禀赋等差异，中国的贫困在地域上呈现集

中连片的特征，因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
国家确立了１８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扶贫开
发的重点，实施大规模连片开发扶贫。随着扶贫

的推进，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因此，２０１１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将连片贫困区由 １８个调整为
１４个，其中大别山区等 １４个区域被划定为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时期新阶段我国扶贫攻坚

的主战场①。在此期间，国家的扶贫政策也由“输

血型”救助式向“造血型”开发式扶贫转变。但这

两种扶贫方式都带有较为明显的粗放式、依赖外

源力量的“大扶贫”特征。随着贫困治理工作的

深化，扶贫工作进入了“啃硬骨头”的阶段，粗放

式、依赖外源力量的扶贫缺陷愈显突出，它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贫困者的绝对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为了克服粗放式扶贫的不足，国家制定了

“精准扶贫”战略。

自“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提出之后，连片贫

困区因贫困的顽固性，成为扶贫攻坚的重点。恰

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

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而这块硬骨头就是现

有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②。作为回应，学术界产

出了一系列较有影响的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研究

成果：它们涉及精准扶贫模式、精准扶贫机制、项

目进村的效果、贫困原因、精准扶贫理念等。但对

精准扶贫的质量却很少关注，在致贫原因的分析

上也主要强调外源因素的影响。实质上，精准扶

贫就是要解决过去扶贫存在的质量问题。然而，

我们在对Ｗ省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的调研中发
现，精准扶贫并未解决这一问题，仍存在着扶贫质

量低的问题，而造成精准扶贫质量低的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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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内生动力不足。激发内生动力是达成精准扶

贫目标的根本之策。习近平指出：“贫困地区发

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

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

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

是有问题。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

结合才能发展。”①因而，基于 Ｗ省连片区的调
研，我们试图从内生发展的视角，探索提高连片区

精准扶贫的质量基本路径。

二　区域内生发展理论核心观点
区域内生发展理论可上溯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初，它最初是由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基于欠发

达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提出的、有别于发展中国家

普遍实行的外生发展模式的五点共识，这“五点

共识”描绘出了区域内生发展思想的早期雏形。

１９７５年，瑞典哈马绍财团在联合国发表的“世界
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内生发展”（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概念②。自此，学术界大多站在西方
立场，从经济学、政治学的视角探讨内生因素对欠

发达国家发展的影响。而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
始，其理论视角开始从经济学、政治学逐步拓展至

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重心也逐渐从关注“物”转向

关注“人”，强调以人为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

看，“区域内生发展是以区域自我为中心和保持

了区域增长过程，充分利用当地先进技术、经验和

知识，把当地资源转换成当地最终产品”③。从政

治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有影响的有现代化理论、依

附论、世界体系论。现代化理论将欠发达国家的

欠发展归因于“传统因素”的障碍；依附论将欠发

达国家的欠发展在内因上归于不敢在经济上、政

治上与宗主国决裂；世界体系论虽然认为欠发达

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把握住机会实现其地

位的上升，但是要受制于世界总体结构和周期戒

律。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区域内生发展是一

个本地社会动员过程，通过建立将各种利益团体

集合起来的组织结构，构建符合本地意愿的战略

规划过程及资源分配机制，实现提高本地在技能

和资格方面能力的最终目的”④。它是“追求满足

当地需求，积极参与当地社区发展过程”⑤。“新

内生发展模式属于在全球—地方模型，社会和文

化资本是新内生发展主要动力”⑥。实际上，内发

式发展是由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由东方学者加以

发展的、与外生型发展相颉颃的理论。“外生型

发展理论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从前近代社会向

近代社会的发展，为此，落后地区的发展是由先进

地区的影响而带动起来的。而内发式发展理论则

认为，各个地域的发展是根据各地区自身的资源

配置，固有的传统、文化，以地域居民为主导的发

展模式而发展起来的。”内生发展“与原来的中央

主导型的集权经济成长、国家＋企业联合体的成
长、从上至下的开发路线不同，它重视的是当地居

民参加型的社会开发、经济成长、环境保护的协调

发展，以及当地居民的文化革新，市民的公共意

识、非营利管理、志愿者意识的培养，与外部世界

相互沟通融合的区域性发展”⑦。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始，内生发展理论受到国
内关注。涂人猛强调扶贫工作中中央应赋予地区

更多的自主权，以便地区内资金和力量朝着有利

于地区发展方向集聚起来，使贫困地区形成造血

机制⑧。陆学艺则认为，在“内发的村庄”里，虽然

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外生权力和村落内生权力得到

有机结合，推动着村庄的发展，但内生发展模式仍

是中国农村发展的理想形态⑨。周大鸣，刘志杨

认为内生发展理论是一种参与式发展理论，将发

展看作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赋权”过程瑏瑠。向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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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区域内生发展离不开当地（各级）政府、当

地企业和当地居民的支持和参与，必须依靠他们

的思想、创造能力以及他们的充分参与，当地才能

获得发展。因此，区域内生发展首先要使区域内

生发展力量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共同推动区域发

展。它们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区域内生发展单元三

角（见图１）。”①

图１　区域内生发展单元三角

概括的说，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内生发展

的理解不同，对影响内生发展的因素分析也不同，

但归根结底，区域内的发展需要外生力量适当嵌

入，根本地取决于内部因素的协同与变革，以激发

区域内的内生动力，而这个内生动力最终只能来

自于人的因素，区域内的政府组织、企业和居民对

区域内生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要提高扶贫

质量关键在于如何调动“三个积极性”。

三　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存在的质量
问题

从宏观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扶贫工作是

卓有成效的。联合国 ２０１５年《千年发展目标报
告》显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 １９９０年的
６０％以上下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３０％以上，率先实现比
例减半，２０１４年下降到４．２％，中国对全球减贫的
贡献率超过 ７０％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
２０１４年底，我国仍有 ７０１７万年人均收入不到
２３００元的贫困人口。要实现现有标准下２０２０年
全面脱贫，６年时间要减贫７０００万，每年要减贫
１１７０万，平均每个月要减贫１００万，减贫面临时
间紧、任务重的困难③。“十三五”期间 Ｗ省 １６
个市、７０个县（市、区）有扶贫开发任务，其中贫困

县３１个，其中国家级贫困县２０个（大别山片区县
１２个），省级贫困县１１个。２０１４年建档立卡共识
别出３０００个贫困村、４８４万人口。按现有贫困标
准，２０２０年要实现全面脱贫，每年要减贫近 ８１
万，每月要减贫近７万，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我们在Ｗ省大别山连片贫困区的调研发现，从数
量上看各地扶贫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就 ２０１６
年来说，每个县都能超额完成当年上级下达的各

项扶贫、脱贫指标，但细细分析来看，扶贫和脱贫

的质量却存在着严重问题。下面一组数据就很能

说明问题。

Ｙ区今年上报脱贫１１５５户２５２０人，通过监
测评估最终确认 １户 ４人人均收入低于 ３１００
元，实际脱贫１１５４户２５１６人（包括２人死亡１
人入狱自然减贫），占上报户数９９．９１％，占上报人
口９９．８４％；省级下达计划脱贫人口 ２３００人，实
际上报脱贫人口 ２５２０人，通过监测评估最终确
认实际脱贫人口２５１６人，占计划比为：１０９．３９％。
从精准施策来看，该区实施帮扶项目４７２５个，户
均 ４个，总投资 １９０８．３７７７万元，总收益
１６５２２７５０６万元，户均收益１２７３０．５５４９元。

Ｙ区属于大别山集中连片贫困县区非重点贫
困区，与其他重点贫困县（区）相比较，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贫困程度较低，按照该区扶贫办工作人

员的说法，依现有国家标准，被认定为贫困户的家

庭中约有７０％不属于贫困户。即便如此，虽然从
文本数据来看Ｙ区２０１６年扶贫脱贫成效的确显
著，但深入这些数据背后，结果发现 Ｙ区的脱贫
成效并非如数据般“光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质量不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帮扶

项目中，产业发展项目占比低，仅占项目数的

４５３％，投资于产业发展的资金只占３．３１％，而资
助性项目占６０．５３％，具有“重帮轻扶”的倾向，导
致的后果将是贫困户的“造血”功能不强，返贫的

可能性大。第二，贫困户家庭收入结构极不合理，

根据统计资料分析，贫困户中工资性收入为０元
的有５５９户６９３人分别占 ４８．４０％、２７．５０％；家庭
经营性收入大于 １０００元的 ７５户 ２２５人分别占
６．４９％、８．９２％，大于５０００元的２３户８０人分别占
１．９９％、３．１７％，大于１００００元的１０户３６人分别
占０．８７％、１．４３％。第三，退出户中五保户合计有
４５１户５３５人，分别占３９．０５％、２１．１８％，退出质量

７０１

①

②

③

向延平：《区域内生发展：一个理论框架》，《商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ｙｗｋｘ／ｎ／２０１５／１０１２／ｃ３６３７６２－２７６８７６３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２，人民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１５／１０－１２／７５６４５１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２，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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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高。由此推展，其他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扶

贫质量不会比Ｙ区高。
在传统质量管理中，质量意味着与内部规格、

标准相一致。亦即产品或服务与内部规格、标准

相符合度越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越高，反之，则

越低。简言之，质量就是“符合性”。与此观点不

同，质量管理大师爱德华兹·戴明则认为：“质量

是一种以最经济的手段，制造出市场上最有用的

产品。”①约瑟夫·朱兰博士更直接地指出：“质量

就是适用性。”②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符合性是

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规格。

适用性是从顾客的角度出发，根据顾客需求来研

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服务，从而最终达到顾客

满意。”③简言之，“符合性”是生产或供给导向的

质量观，见物不见人；“适用性”是顾客导向的质

量观，强调以人为本。

从Ｗ省大别山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实践来
看，精准扶贫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多关注的是“符

合性”，即与中央和上级政府下达指标的符合性，

而对 “适用性”关注不够。从 Ｙ区的统计数据来
看，Ｙ区所取得的扶贫成效与Ｗ省下达的指标高
度符合，但从产业扶贫在帮扶项目的比重和贫困

户的收入结构来看，Ｙ区的扶贫突出地表现为
“重帮轻扶”的倾向，这种倾向存在着突出的供给

导向，见物不见人，结果造成精准扶贫中提供的产

品和服务“适用性”不足，这就意味着精准扶贫的

质量出现了问题。这一点，我们从扶贫干部的抱

怨中得到部分的证明。他们想方设法弄来的

“鸡、鸭、鹅、猪”等送给贫困户，以帮助他们发展

养殖业，但过不了多久，再入户检查时，大多数贫

困户并未能形成规模养殖，而是短期内或变卖、或

宰杀。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如下：不懂技术不会养、

本身就不愿意养、家里劳动力不足养不了等。此

外，Ｗ省为了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制定了精
准扶贫“十大工程”，结果在大别山连片区贫困县

的调研中发现，每个县精准扶贫工作对应的提出

了“十大举措”或“十大工程”，与 Ｗ省政府提出
的“十大工程”高度符合，同时，从省到县到乡镇

扶贫指标除了层层加码之外，自上至下扶贫指标

高度一致。可见，Ｗ省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存在
的主要质量问题就是“重符合性，轻适用性”，特

别是扶贫项目的安排中存在着明显的供给导向，

在具体工作中，扶贫干部想方设法为贫困村、贫困

户“跑项目”，而很少听取贫困对象的真实想法。

这可以从一位长期从事扶贫监督工作的某市政协

副主席的话语中得到证实：“各级政府在扶贫工

作中很少去问贫困户的想法，他们更关心的是任

务指标完成的情况。”

这种不重视扶贫对象意见和需求的扶贫工

作，很难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适用性”，“适

用性”不足就是低质量。简言之，扶贫工作重“符

合性”是造成扶贫质量低的直接原因。此外，扶

贫工作中，精准识别难、扶贫对象的筛选机制不科

学、具体操作方面的人为干扰、工作方式简单化和

粗糙化等，是较为深层次的原因，而内生动力不足

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已有的研究证明，对于

“精准扶贫”认识和实践上，局部存在着三个方面

的误区：“首先，简化论思维，将贫困治理片面理

解为各项相关指标的改善，只见物而不见人，以行

政思维替代发展思维，将贫困治理混同于指标管

理。其次，孤立地看待扶贫开发工作，注重政府角

色的发挥和市场主体的培育，忽视贫困社区和贫

困人口的主体性发挥，缺乏综合运用政府、市场与

社会协力求解贫困问题的想象力，政策过程脱离

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的真实需求。最后，作为上

述两个问题的延续，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的内生

动力成长缓慢，‘脱贫’成效不够稳定。上述现象

与‘扶到点上、扶到根上’的精准扶贫总要求是相

悖的。”④其实，不仅如此，我们的调研还发现：内

生动力不足，不仅存在于扶贫对象身上，实际上地

方政府，特别处于一线的基层政府，以及地方企

业，也存在着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

四　激发内生活力的基本途径
因此，根据区域内生发展理论，要将扶贫工作

“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提高精准扶贫的质量，关

键在于激发区域内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扶贫对

象的内生动力。

（一）由“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从精准扶贫政策和实践来看，我国采取的是

“资源输入”性扶贫。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为了尽

快实现脱贫的国家目标，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和个

人资源，将资源源源不断输入贫困地区，进村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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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Ｗ．Ｅ．Ｄｅｍ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ＭＩＴ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８２．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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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石兰：《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组织变革：一个变革模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吕方，梅琳：《“精准扶贫”不是什么？———农村转型视阈下的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新视野》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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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而且力度越来越大。尽管“造血式”的开发性

扶贫被反复强调，但实践中，由于地方政府基于

“政绩竞标赛”的考量，偏好于操作方便，具有短、

平、快的“输血式”扶贫，而社会和个人帮扶偏好

于给钱给物的“慰问式”扶贫，具有可持续性的实

质性的产业扶贫少，扶贫质量也就大打折扣。因

此，要提高扶贫的质量，必须根本地由偏好“授人

以鱼”的“输血式”扶贫向“授人以渔”的“造血

式”扶贫转变，注重扶贫对象的能力建设。

“造血式”扶贫的本质就是开发性扶贫，其核

心理念是倡导自我成长与自我发展，促使扶贫对

象自信、自立和自强，提高其社会参与、社会融入

的机遇和能力，从源头上实现脱贫的发展目标。

诚然，要达到开发性脱贫发展的预期目标，又有

赖于贫困人群的精神状态和自我发展能力①。阿

玛蒂亚·森认为一个人或群体的贫困不能单纯以

经济资源的多寡来判断，而应以他或他们取得收

入、社会地位和其他生活条件的能力来衡量，即贫

困不仅指收入无法满足最低生活消费需求，还意

味健康、教育、居住等能力上的缺失，是对人的基

本可行能力的剥夺，是一种“多维贫困”②。归根

结底，能力缺失是导致贫困的最重要的根源。一

般地，教育程度虽然不是用来衡量能力的唯一指

标，但一定是一个重要指标。大量研究已经证明，

教育程度和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孙志军的一

项研究发现，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

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③。杨楠、王琨基

于美国长期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揭示出“高等

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重

要原因，期间出现让‘贫穷者更贫穷，富有者更富

有’的‘马太效应’”④。张凯宁的实证研究证明：

“第一，高等教育有一个显著为正的教育回报率，

且相对于以往文献对于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在内的

整体受教育过程的教育回报率要高。第二，从分

位数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对于中低收

入群体比对于高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回报率。”⑤

因此，强化教育扶贫，是提高贫困对象能力的重要

途径，随着他们的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力的提升，

往往可以摆脱贫困的窘境。在中国贫困地区，经

常演绎着“寒门出才子”，并改变家庭命运的“奇

迹”，这种现象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表现最为突
出。这就要求，国家层面要通过积极的政策，如通

过发展型社会政策来推进精准扶贫，发展型社会

政策强调对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入，以提高人力

资本，来激发社会活力。基于此，国家层面要“加

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加

强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开

展订单定向式培训；加快贫困地区的信息化建设，

推行‘互联网 ＋特色农业’‘互联网 ＋非遗等文
创产业’‘互联网 ＋生态旅游’等新型扶贫方式，
以人力资本开发最终实现科技扶贫、智慧扶贫、创

新扶贫、生态扶贫”⑥。实际上，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技术“早已深入各个产业的

各个方面，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⑦，“互联网＋
扶贫”必然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扶贫工具。同时，

地方政府要作出积极回应，让国家的政策落地生

根；而扶贫对象也要积极响应、配合，从而让“授

人以渔”落到实处。当扶贫对象具备了必要的能

力，自己就能或参与到“符合性”产品或服务生产

中去，从而开辟出扶贫质量自我提升的路径。

（二）由“要我扶贫”到“我要扶贫”

精准扶贫的关键主体是地方政府，重要主体

是当地企业。地方政府的作用，一是如何调动内

部员工的积极性，二是如何调动当地企业的积

极性。

对地方政府的内部员工而言，在调研中，我们

发现要提高内部员工积极性就是要少折腾，多一

些人文关怀，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在调研中，我

们听到一线的扶贫部门、工作人员对扶贫工作多

有抱怨。原因如下：第一，上面对扶贫工作的要求

“朝令夕改”，而且给的整改时间短；第二，各种督

查过于频繁，疲于应付；第三，最关键的是扶贫工

作“重惩轻奖”“奖惩不公”，人文关怀少。这一

点，一线扶贫干部的一席话可以佐证：“我们知道

扶贫工作责任重大，像我们在一线的扶贫干部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在工作中一旦出现失误，

接踵而至的就是来自本部门和上级的责罚，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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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月宾等：《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反思———从社会救助向社会保护转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９页。
孙志军：《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徐述及其政策含义》，《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杨楠，王琨：《高等教育与收入公平间“马太效应”的统计分析———基于美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复旦教育论坛》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张凯宁：《高等教育与收入分配：改变命运还是阶层锁定———基于 ＣＧＳＳ２００８数据的实证研究》，《高等财经教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

期。

李静：《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的精准扶贫》，《江淮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刘琛：《“互联网 ＋”时代的受众身份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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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人设身处地地为我们着想，风险总是我们这

些一线工作人员的，成绩总是领导的，缺少人情

味。”“无法想象一个连内部顾客———国家公务员

都不满意的政府，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品和

服务给外部顾客。”因为“作为内部顾客的国家公

务员在行政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很大程

度影响着外部顾客的满意度”①。从某种程度上

说，“采纳全面质量管理会从一种类似霍桑效应

中受益，因为管理部门对员工关注程度的提高会

使他们作出反应来改进每日的工作”②。由此可

见，当一线扶贫工作人员存在不满时，他们就很难

为扶贫对象提供更好的“适用性”服务，扶贫质量

低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管

理者对一线工作人员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些激

励，效果可能会更好。

对当地企业而言，要调动其积极性关键要让

其行动有所回报。但我们从调研中发现，当地企

业参与精准扶贫，大多并非出于自愿。对地方国

企而言，参与精准扶贫是一项不得不参与的“政

治任务”，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与国企干部的政绩

考核挂钩，这样国企参与精准扶贫变成了“不敢

不为、不能不为”的任务；对于部分民企而言，参

与精准扶贫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拉近与地方政府关

系的良机，以此“捞取政治资本”，他们“愿为”，但

并非发自内心。对企业而言，无论国企还是民企

追逐利润是其原初动力，这是无可厚非的，当然，

我们可以从道德层面要求他们应该承担相应的社

会责任，但我们地方政府不能以道德的名义损害

企业的合理的利益诉求，至少他们的付出应有合

理的回报。从 Ｗ省精准扶贫“十大工程”来看，
几乎每一项工程都需要当地企业的参与，但是对

企业责任、企业参与的政策支持并没有明确规定。

在责任不明、政策支持不明、回报不明的情况下，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内生动力将会不足。正确的做

法应该是：无论是国企或民企，只要他们真正参与

到精准扶贫中去，当地政府都应该给予它们适当

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比如减免税政策、优惠贷

款政策等，让他们在经济上获得应有的回报；同

时，还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予以表彰宣传，帮助提

高其社会声誉，以获得应有的社会回报③。通过

这样的激励，他们可能会更愿意提供“适用性”的

产品和服务，从而为有效提高精准扶贫质量作

贡献。

（三）由“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要让贫困对象彻底摆脱贫困，最关键是要激

发其内生活力。实现由“要我脱贫”到“我要脱

贫”的转变。

精准扶贫是在政府主导下动员各种力量参与

到帮助生计困难的群体或个人摆脱困境的过程。

除了贫困对象本身之外，一切帮扶者都是实际上

的外生力量，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帮扶对帮扶对象

而言不可能是永续的，大多数贫困对象最终需要

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④。然而，我们

在大别山连片区调研中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一些

人往往将“扶贫”与“救助”，看成“免费的午餐”

和“天上掉馅饼”的事，“不要白不要”。在扶贫追

踪调研中，我们问一线扶贫干部：扶贫工作面临的

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回

答很不一样。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他们的答案

是：缺钱；而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他们的回答是：

贫困户不愿脱帽子。而不愿脱帽子的原因恰恰是

“钱多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精准扶贫变

成了又一项“政绩工程”，各地政府纷纷开展“政

绩竞标赛”。在“政绩竞标赛”下，地方政府偏好

于短、平、快的项目，真正有效的项目较少。尽其

可能地给钱给物给优惠政策等，以及对一线扶贫

干部不当的奖惩措施，让扶贫对象产生了是政府

“要我脱贫”的认知偏差和误判，从而将脱贫看作

是政府的事，与己无关，甚至少数人以“不脱帽”

要挟政府，以此来谋利。当大量“资源输入”导致

贫困对象“等、靠、要”情绪变浓时，扶贫政策就会

走向其反面———弱化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正如

一位研究者所言：“长期的被动式扶贫，不仅使扶

贫对象失去了自我感受、自我觉察和自我发展的

能力，而且还使其陷入精神困苦与贫困之中，甚至

还可能导致‘扶贫，扶贫，越扶越贫’的精神痛

苦。”⑤因此，精准扶贫工作中，各扶贫主体不能满

足于“给予式扶贫”———给钱、给物、送项目，更为

关键的是采取“激励式扶贫”，坚持扶贫同扶智、

扶志相结合，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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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卷 包先康：区域内生发展下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的质量提升

的内生动力，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教

育和引导贫困群体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方能

为反贫困斗争提供源源不竭的强劲动力，方能让

扶贫对象从“依赖中走出来”。

余论

精准扶贫工作中，各级政府要从“全能型政

府”向“能促型政府”①转变。要实现这种转变，首

先，政府除了加强扶贫对象能力提升之外，还需要

予以精神激励，激发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

困的欲望；其次，要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

强调扶贫对象有权利享受国家提供的必要援助和

支持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再次，政府直

接介入过多，也进一步强化了扶贫对象对政府的

依赖，应该变直接介入为间接介入，如采取津贴方

法，以项目形式资助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开展公共

服务和社区照顾，非营利组织聘请专业社工人员，

并组织义工推进各项公共服务和活动②。最后，

要实现由传统的“刚性扶贫”向“柔性扶贫”转变。

“刚性扶贫”，是一种“资源输入”式的扶贫，外部

项目、资金等资源机械地进入贫困村、贫困户，不

顾贫困村、贫困户的实际需要，都属于被动接受的

项目，它们可以落地，但很难生根，不能实现与乡

村有机体融合，从而使这些扶贫项目成为“项目

孤岛”，导致扶贫资金打水漂或扶贫效果打折扣。

“柔性扶贫”主张“沿着乡村固有价值系统安排扶

贫项目，使外来项目融入村落体系，促进原有乡村

结构体系的更新升级，而不是在原有体系旁边孤

立地竖起一个与乡村无关的项目，更不能想当然

地重新制造出一个新的乡村结构，因为那是十分

困难的。柔性扶贫不是通过外部资源供给方的强

硬干预，不是通过强制命令，不是外来人以救世主

姿态的指手画脚，也不是‘一对一’的直线式地给

予或救济，而是“通过‘乡村互助、团结发展’的手

法，激发社区内在活力及向心力”③。唯有如此，

才能激发内生活力，提升扶贫产品和服务的“适

用性”，实现扶贫质量的积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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